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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与社会— 结构关系变化带来新挑战

① 张 静

由于
“

阻塞
”
与

“
流失

”

依靠的是同一行政机

构
,

结果要坚决阻塞就意味着放弃部门经济利益
,

要维护经济利益就得降低行政的权威和效率
,

这就

将国家推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位置上
。

当俄罗斯逐步走出社会震荡的高峰状态时
,

中

国正开始步入社会变革的艰难阶段
。

原因是经济改革

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已经在更深的层次上出现
.

主要

表现在以经济需要为导向的社会分化有了实质性进

展
。

无数新体制
、

新组织
、

新角色应运而生
,

在经济

和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
。

这些新生力量的

活动带来了大量新规则
.

新行为方式
.

创造了大量的

新机会和新资源
,

体制外的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正在迅

速发育
。

在这个空间里
,

运行着完全不同的社会资源

控制
、

分配和流通形式
,

虽然它们并不稳定
.

却以强

有力的刺激给经济注入竞争活力
。

由于新的竟争机制主要发育于体制之外
.

而大部

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力又掌握在体制之内
,

经济活动

便发展出了一种特别形式
:

通过体制外规则和体制内

渠道的综合达到资源的内外互换
。

具体来说
.

就是用

体制外的组织管理和市场开拓效能
,

交换对资源的利

用权和发展权
,

用
“

软件
”

交换
`

硬件
” 。

这种交

换
.

在个人层次上可以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
,

在集体

或地区的层次上
.

可以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的交

换
。

这样做不仅在动机上满足了利益需求
.

而且在效

果上造就了经济经营权的分化— 通过交换
,

迅速将

一部分经营权转移到体制之外
。

由于这种交换并不是

法律意义上的交换产权
,

要保持交换的延续进行
,

就

必须保持行政官员和体制外经济的上述联系
.

官员因

此获得了一定的控制力 (虽然总体上正趋向减少 )
.

而体制外经济力量则通过官员扩散市场观念和规则
.

并由此取得并非文件肯定的
“

合法性
” 。

民营企业所

谓
“

吃结构差异的饭
”

之说
,

正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

差异带来的机会
。

这样
.

政府官员和社会的关系中便出现了新的要

素
。

上述机制运行不可避免地带来两种改变
:

对官员

行为的行政约束力和官员角色的社会象征意义
。

19 49

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
.

在社会理念上规定了大

众对
“

公仆
”

的预期
.

虽然干部不一定直接由大众选

举产生
,

可是在大众共识里面
,

他们应该代表人民管

理大家的财产
,

为人民谋福利
。

在大众心目中
,

周恩

来
,

焦裕禄正是这种鞠躬尽瘁
、

死而后已的楷模
。

官

员和大众的
“

鱼水
”

关系也建立在这一关系之上
。

官

员可以合法地为本单位
.

本地区争得利益— 向上级

争取得到更多的编制名额
、

发展机会
、

工资补贴等

等
.

但基本上
,

不可以合法地为个人谋福利
。

应该

说
.

原有体制对积累个人财产的监督是严格的
。

也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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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说
,

虽然也有个别例外
,

但就总体而言
.

权— 钱

交易的体制性动力和空间都很有限
。

原因在于
,

权和

钱都来自同一渠道
。

干部的个人待遇相对于其它职业

已属上乘
,

官员个人利益的满足也来自上级的分配

— 它的收入
、

住房
、

汽车
、

旅游安排等通通属于体

制内福利计划
,

很少可能从社会中获得
。

权力和利益

来源渠道的合一
,

是行政约束有效的结构原因
。

新的经济形势改变了这种结构
,

它将利益获得和

行政约束的来源分开
,

官员的一部分利益 (主要是提

高收入的利益 ) 事实上有极大机会来自体制外
, “

所

得
”

与
“

约束
”

的原有关系遂被打破
。

当
“

所得
”

不再必经行政分配
,

而行政约束又仅仅停留在原地

(没有适时发展出其它有效控制渠道 ) 时
.

权一钱交

易的动力和机会就大增
。

交易使双方都得利
,

没有受

损的一方就不会有举报
,

所以行政控制的信息成本很

高
。

如果惩办机构的自主性再缺乏结构上的保障
,

有

效约束的水平就更低
。

事实上
,

商业规则进入行政领域
,

失衡的是原有

的行政秩序和效率
,

受惠的是体制外经济力量
。

任何

一个行政官员周围都可能是充满交易的市场
,

越是基

层机会越多
。

官员掌握资源
,

但不是所有者
,

在具体

的操作层次上
,

对公有财产负责往往不能增加个人收

益
,

这种含混的责任关系使上述交换变得更加容易
。

当这种交换发展到相当规模时
,

大量的资源转移—
由体制内向体制外

,

由集中向分散— 的客观过程就

不可避免
。

结果就是资源的重新分配
。

这正是
“

明确产权
”

的呼声主要来自国家的原因

所在
。

过去一切资源为社会公有
,

不少成功经济实体

的原始资本都姓公
。

没有灵活的体制外经营
,

资产不

可能有这样的回报收益
,

而没有启动资金
,

就什么也

开始不成— 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后
,

让私人拿

出巨额资本确实困难
。

现在的情形是
, “

公家
”

的资

源
, “

私人
”

的经营
,

如果要明确产权
,

如何区分界

限呢?

“

模糊产权
”

现象及
“

权一钱交易
”

现象的存

在
,

是体制外经济利用体制内资源发育成长的有利条

件
。 “

挂靠公司
”

戴着实权单位姓公的帽子
.

既可以

提高商业信誉— 显得财大气粗
,

资源滚滚
,

又可背

靠保护伞
。

因此
.

如果不是被迫
“

脱钩
”

(与国家机

关脱钩或与银行脱钩 )
,

这些经济实体并不想完全独

立
.

以避免独自承担风险
。

“

挂靠公司
”

的经济活动目标
,

几乎都瞄准在短

期的投资回报率上
。

具体来说
,

就是挖掘那些有巨大

的经济潜在经济价值
.

又未被计划体制利用的经济要

素
。

在目前
,

这些经济要素主要是
:

土地
、

房产
、

通

讯
、

金融
,

以及部分城市社会服务
。

这些经济要素原

本就存在
.

只是没有进入市场价格化
,

如今市场需求

是现成的
,

只要有政策空间
,

确是交易费用很低的买

卖
,

于是吸引了大量资金
。

问题在于
,

非生产性经济

的长期繁荣
,

必须以生产性经济的实质发展作后盾
,

即前者收益流入后者
,

并切实促进生产能力上台阶
。

而目前的情形是
,

这些收益的绝大部分
,

往往再回流

到非生产经济领域
,

或进入公司成员商业活动的消费

成本一修建办公楼
,

购买汽车
,

联谊宴请等等
。

与此

同时
.

国营企业急需设备投资
,

农业基本建设等待基

金
,

农民卖粮需要货币兑现
,

教师盼望及时发放工资

等
。

但资金受到收益最大化的吸引
,

不会自动流向上

述需要领域
,

而行政性的紧缩虽然可以暂时缓和形

势
,

却无助促成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市场导向机制
。

如果便是
,

紧的时候收敛
,

松的时候又卷土重来
.

不

断重复过去的问题
。

上一次金融紧缩政策出台
,

表明了国家试图阻塞

资源流失的意图
。

然而
,

由于
“

阻塞
”

与
“

流失
”

依

靠同一行政机构
.

结果要坚决阻塞就意味着坚决放弃

部门经济利益
,

要维护经济利益就得降低行政的权威

和效率
。

这种总体政治利益和局部经济利益的相悖关

系
.

将国家推到了一个十分矛盾的位置上
:

它既需要

恢复行政权威
,

同时又必须面对经济控制结构分化的

现实 ; 它既是一个利益主体
,

又必须代表多种经济实

体和多个职业群体的总体利益
,

这实在是一个挑战性

的新角色
。

毫无疑问
,

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形势下
,

任

何社会经济发展缺少了国家的参与
,

都是没有可能

的
,

但这不是一个简单肯定就可以万事大吉的结论
,

它要求社会和国家两方面都在重组中建立新的秩序关

系
。

探索这种秩序
,

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同时

也建立国家权威
.

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主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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